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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人告状是制止和揭露迫害的有效途径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我碰到很多人，认为被关在劳教所、监狱的同修受到殴打、体罚不让睡觉等迫害，去上级机关告状也没有用，这观念不对。 

劳教所不让接见、无故扣压信件，都要在狱中向驻检、所长、狱长信箱反映以及写信告诉家人。无故扣压信件也是违法的，而家人在外面也要去省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教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去多次反映告状，要求处理这些警察违法违纪行为。恶警是怕其恶行被曝光的，揭露迫害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知道真相，有善念的人们会分清是非，必要时我们还可以请律师去法院告恶警。恶警迫害是由于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操纵、学员自身有怕心，以及升官发财的诱惑。 

有个同修在家人接见时，告诉家人他受到虐待迫害，家人无可奈何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恶警一看家人消极承受，第二天就放心大胆的对该同修加重了迫害。有的同修就不同，不让家人接见，家人就多次去恶警上级管理机关，包括省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教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反映，然后就让接见了；接见时家属知道亲人所受到的迫害、虐待后，就又多次去那些机关告状，要求处理恶警的违法行为，范围一扩大，知道的人多了，结果恶警再也不敢迫害了。 

上网曝光是一方面，去这些机关告状也很必要。恶人集中在劳教所、监狱，家人在外面配合告状会有力震慑邪恶，通过所做的这些反迫害的事情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知道真相，知道劳教所、监狱的黑暗，减轻迫害。受迫害同修回来后，我自己觉得也要去这些机关反映，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曝光恶警违法迫害罪行，从而能够减轻里面同修受到的迫害。 

还有家人探监接见时，恶警都在暗中观察家人态度，以决定迫害的程度。家人消极承受、无可奈何，他们就放心大胆的加重迫害；家人坚决抵制体罚迫害，反复告状曝光邪恶，他们就不敢迫害。在里面的同修也要智慧理智讲清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没有迫害借口。家人告状，曝光邪恶就如同大陆律师用法律为同修辩护一样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法律有重要辅助作用
文／葫芦岛大法弟子 冬缘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对于恶警、恶党人员非法抄家、绑架、拘留、劳教、判刑等行为，一些同修由于不了解法律、或者对法律在证实法中的作用认识不清，产生一些误解。有的人认为，恶党根本就不讲法律，跟他们讲法律没有用，只能用正念。特别是在法庭上，面对恶警明目张胆的违反法律、诬告陷害，许多同修“有理说不清、有理不会说、有理不愿说”。而违反法律的恶警却堂而皇之的判我们“违法”。许多场面令人痛心。 

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知道这些恶人恶行已经违反了恶党自己订的法律。同时摆正法律在证实法中所占有的重要辅助位置，这对于制止恶人行恶、向世人讲真相等有重要作用。这里仅以“搜查”为例，看清恶警是怎样违法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到一百一十五条的有关规定以及《明慧周刊》第三百二十一期十八页的律师提示，在公安人员正常的搜查中，应该必须具备以下手续： 

一、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二、搜查证上必须有本市公安局局长亲笔签字； 

三、搜查证上必须有本辖区派出所所长签字； 

四、搜查证上必须列出两条以上怀疑或确定犯罪事实； 

五、搜查证上必须有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或成员协同，所有抄走物品必须会同在场人员和持有人查点，当场列出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员（居委会或亲属或邻居）、和物品持有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附卷备案。 

还有刑法理论的“四要素”原则。恶党法院竟然在四个要素缺少三个要素的情况下，违法对大法弟子判刑，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这里不细说，请查网站）。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恶警都违反了或部份违反了上述法律。即使搜查手续完备，他们也违反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法律，这只是从法律角度讲。 

用法律讲真相、请律师是被师父肯定的，是救人的重要一环，起重要作用，各地出现的正义律师的辩护词，在表面空间也对恶党、恶警、恶法起着破解、震慑作用，起着惊醒、挽救世人的作用；许多同修在面对恶警非法抄家、绑架时，除了正念清除迫害外，管他们要手续，指出他们违反了某某条法律时，也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目前西班牙法庭以及各国正义法庭对中共党魁的起诉、传讯、甚至逮捕令等，也都是基于世间的法律。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中共清算时，我想也得是人间的法律。因此法律的作用很重要。当人们知道恶党执法犯法的时候，世人会震惊、会觉醒。当然起主要作用的是正念，用大法给予的能力才能救人，法律对此能起重要的辅助作用。 

建议所有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了解、掌握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作为救度众生的辅助手段。特别是知情同修注重收集恶警、恶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非法抄家、绑架的确凿罪证，掌握第一手资料，用于救人。一点浅薄认识，请指正。

一次用法律形式营救同修的经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师尊最近发表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在回答学员关于怎样看待请正义律师打官司一事时说，“所以我觉的律师还是应该请的。世人都敢站出来说话，世人也都认清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邪党还不解体吗？而且世人也知道对迫害者的报应，懂得邪党一倒人们会清算它，参与迫害的人也知道要面对自己将来被审判，那人不得考虑这些问题吗？这对邪恶不是震慑吗？对这场迫害不是抑制吗？邪恶怕律师给辩护，邪恶不叫律师给辩护，那不正说明更应该这样做吗？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不要走极端，不要师父这样一说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一定要在理性中助师正法。” 

今年年初，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曾参与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营救同修飞宇（化名），过程中颇有感悟。读了师尊的这段讲法，深感自己过去理性不足。现在把这次难忘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大家一起吸取经验教训，以便共同提高，今后能做的更好。 

我们参与营救的几个同修和飞宇都是在九九年以前因修炼大法相识的，同在一个小组学法。九九年以后，这个小组的其他同修渐渐离散，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还经常保持联系，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也经常在一起做三件事。 

飞宇是位非常坚定的大法弟子，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他因为走出来证实大法，屡遭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大部份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前年年底，他从监狱期满回家后没多长时间又因讲真相被邪恶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内。我们营救飞宇的工作由此展开。刚开始，我们通知了很多认识的其他同修，每天高密度发正念，也有离看守所比较近的同修经常到看守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 

那时我们不仅营救方式非常简单，心态也非常感性，带着很多情的成份和个人因素；几乎没有什么整体意识：在我们这几个人的小整体中，我们不懂得协调与分工、包容与补充；缺乏宽容与体谅的互动；在全世界大法弟子这个大整体中，我们没有想到在明慧上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呼吁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营救，甚至认为曝光邪恶会给飞宇带来麻烦，等等。 

一段时间以后，飞宇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大家在一起交流，认为我们只发正念是不够的，人这面还要动起来。我们决定去和飞宇的家人讲真相，由他们出面要人，一起营救飞宇。 

飞宇父母年事已高，是邪党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在党文化中中毒很深，对大法不理解，对飞宇的受迫害也渐渐麻木，后来干脆不闻不问，连衣物和生活费也没有送过。见到他父母很困难，我们找到了飞宇的大哥，希望他能出面去看守所要人，因为飞宇的身体状况特别糟糕，我们都觉的这个时候给他“取保”还是很容易的。但是飞宇大哥的冷漠态度超乎我们想象，他对此非常不感兴趣。一方面他对于去警察局和看守所要人有恐惧心理，推说根本要不回来；另一方面他们一家人不太希望飞宇回来，他们认为飞宇的身体状况特别不好，即使回家也治不好，家人除了要给他承担医药费，还会有多个部门经常上门纠缠骚扰，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那时候我们没有针对飞宇大哥的态度向内找、看看自身存在的严重怕心和对同修及家属的冷漠，而是对于做家属的工作、讲真相很灰心，也埋怨飞宇平时没有把家里的环境归正好。这时候有同修提议我们自己可以以朋友和同修的身份直接出面去看守所讲真相要人，但是马上就被否决了，有人坦承自己心性没有达到，有人认为这样做不理性。 

营救飞宇的工作因此又被无奈的搁置了一段时间，忙碌和麻木使得有的同修几乎连给飞宇发正念都忘记了。今年初，飞宇从看守所给我们捎信出来，除了长长的一串三退名单，我们感到飞宇对于闯出魔窟很消沉，他已经被邪恶非法判刑。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做好，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有外地同修来本地，讲了他们当地是如何运用常人法律形式营救同修的事例，希望我们也能够利用这种方式展开营救。 

以法律形式证实法，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我对请律师一直存在偏见。前些年我在遭受迫害的时候，曾经尝试过请律师打官司。那时候我和家人（未修炼）跑了很多律师事务所，包括我认识的律师朋友。当时邪恶控制得很厉害，律师们不明真相，司法局明目张胆的要求律师不得接法轮功案子。加之那个时候的我也带着很强的人心、怕心，纯粹是去寻求常人的法律援助，而不是以慈悲胸怀善心去讲真相救常人，所以所遇律师无一敢接，我也从此灰心，觉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几年在法上提高，感觉自己正念足了很多，又极端的认为我们大法弟子用不着请律师为我们辩护，我们自己可以凭正念闯出来，没有把利用常人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来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在首位，限于个人修炼。所以当时对请律师打官司是抱着排斥的心理。 

外地同修寒梅（化名）把他们的做法和想法和我们做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认识到，以常人法律形式证实法，是从邪党现行法律的角度就能够证明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践踏法律和人权、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党才是真正的罪犯。同时律师能够公开的、专业的从人间法律的层面去讲迫害的违法性，比较有利的位置和角度使他们的话有司法权威，能震慑人心，更易于让常人理解和接受，甚至警醒这个体系中盲目服从上级命令的世人。所以，正义维权律师的介入增加了震慑邪恶的力度、也扩大了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范围，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好事。 

外地同修从二零零三年开始就一直在协调这方面的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走出了这条证实法的路，很伟大。他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敢为大法弟子作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我们从新有了信心和热情，都想把这件事努力做好，尽快把飞宇从魔窟营救出来。 

我们又找到飞宇的大哥，希望他能以家属的身份出面请律师给飞宇打官司，做无罪辩护。大哥一开始不太愿意，他觉的没用，而且律师费太高。但是经过我们多次劝说，大哥同意出钱出面请律师。大哥是个商人，经济情况还可以，同时他也以商人的精明衡量着得与失，当时他是抱着“反正我也出钱了，以后可别埋怨我不救你”和“既然出了钱，凡事都可以由律师出面，风险很小”的心态签下了和律师的委托合同。 

接下来的营救工作一步一步的展开了。刚开始我们毫无头绪，不知道该做什么，外地同修在这段时间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将飞宇受迫害的经历上明慧网，同时也将恶人的名字电话在网上曝光，写劝善信，大面积散发飞宇受迫害资料和大法真相资料，协调律师，几个人每天都很忙。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此事的几个同修心性飞速升华有目共睹，在制止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面前，大家都能够放下自我、圆容整体，遇到事情向内找，齐心协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短短的时间内，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变的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正念更足，整体也更协调。 

飞宇大哥的变化也非常明显。我们说的话他有时候会抵触，觉的我们和飞宇一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律师讲出的话很让他信服。他明白了很多法律条款，也明白了自己的弟弟无辜被迫害，也明白了更多真相，心理上与我们越来越贴近，也不那么恨飞宇了。他每天把案子的進展情况告诉父母，飞宇父母的态度转变许多，连对此事漠不关心的大嫂也开始关注飞宇的案子，对邪党的流氓无耻痛恨不已。 

营救工作看起来着实有声有色，确实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效果。律师做了很多工作，找到了很多对飞宇有利的证据，大家都对飞宇的归来充满信心。律师在看守所里见到飞宇时感觉他状态也很不错。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样更好的讲真相，也觉的我们期待的结果很快就会到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本该早就结束的案子逾期迟迟没有结果。在这段显的有些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我们的心态和状态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大家开始对结果不抱乐观。同时，因为没有经验、人手少、证实自我的心太强，使得后期整体协调不好，出现问题不能及时沟通解决。指责和埋怨的成份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大，干扰也越来越多。有的同修指责协调较多的同修基点不正，把方向带偏了；负责协调的同修心里有委屈，觉的自己做了这么多这么累可是最后错都在自己，就逐渐淡出不愿意参与。 

律师从邪党法院法官那里得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法官说起来都有点胆胆突突的消息，那就是案子不准备开庭，可能会维持原判。听到这个消息，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消极和承认迫害的心态占了主导，大家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偶尔抱怨一下“当初要是怎么怎么做就好了”，慢慢的不再关注此事。飞宇也向律师表示，如果维持原判的话，他争取不下监，想一直呆在看守所里，因为这里学法炼功的环境已经很好。大约又过了十几天，律师告诉我们正式结果下来了：维持原判。大家心里仿佛麻木，飞宇大哥和其他家人也很失望。这个消息没有上明慧，案子的材料一直在律师手里，我们和飞宇的家属都没有去取，以至于现在，所有的人，不仅飞宇的家人，还包括我们几个同修在内，谁都不知道飞宇身在何处、在哪里继续遭受迫害了。 

我们没有来得及在一起交流这次营救没有成功的方方面面，因为在此之后，那位外地同修寒梅，还有其他几位参与营救的同修在几个月内相继被邪恶绑架（不是因为此事）。在这次营救当中，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前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现在我想把我自己想到的做的不足的地方，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其中有很多不足当时我们从外地同修身上看到并给外地同修指出来，可惜，寒梅以我们没有经验和他太忙，没有时间想这些为由拒绝了。 

第一、营救同修的基点问题。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寒梅一直在强调，也一直在告诫我们不能执着于结果，也就是不能执着于官司一定会赢、被迫害同修一定能回来这个结果，我们心里所想的和要做的就是讲真相，大面积的讲真相，把真相讲到位了，同修自然就回来了。 

当时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不执著于结果肯定是应该的，因为执着结果就是执着于个人，执着于情，就会不理性，反而会障碍结果的出现。在邪恶迫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理性对待这个结果，不管这个结果出不出现，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做好。 

那么我们需不需要这个结果呢？营救同修的目地就是要把被迫害的同修从魔窟中救出来，结束迫害。同时，一个大法弟子在正法期间起的作用都是非常巨大的，师尊在《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这个结果我们肯定是需要的，它不是可有可无的。 

怎样能够把同修营救出来呢？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哪里遇到问题，哪里就是讲真相的地方。无论是律师、家属、邻居、证人、邪党公检法人员等等，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和营救有关的人都是我们讲清真相的对像、都是我们需要救度的众生。通过给他们各种形式的，大面积的讲真相，一方面可以救度他们，一方面可以大量解体邪恶，尽快结束迫害。所以说，讲真相救度众生和营救同修闯出魔窟并不矛盾，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正念正行，把这条路走正，其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既可使营救同修从新汇入正法洪流，又在这个过程中讲了真相、救度了众生。 

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真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执著，那就是害怕自己执著结果，以至于我们每做一件事首先考虑的是不是自己又执著结果了，无形之中忽略了营救同修脱离魔窟的主线，变成了为打官司而打官司，为了给特定群体讲真相而打官司，只限于走完法律程序和讲真相效果就满足了，没有把念定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无条件释放同修”上，显得舍本逐末、得不偿失。漠视同修被困在魔窟，片面的、极端的理解救度众生，把同修在迫害中的痛苦承受当成讲真相的契机，就是承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这个执著和漏也是旧势力持续迫害、邪恶拒不放人的借口。 

如果我们只把营救当成形式而忽略结果，律师会更不关注结果，家属会因此而失望，对我们以后利用法律形式证实法还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第二、党文化思维较重，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党法律，对邪党法律抱有幻想。 

自从有正义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以来，有很多家属和其他常人从法律的角度澄清了很多被党文化颠倒了的错误观念，如：修炼法轮功属于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不违法，更不是犯罪，而公检法抓、打、关、判、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的行为才是地地道道的违法犯罪行为。法轮功修炼者因修炼而出现的和平理性的行为，如修炼者之间联络、在互联网上下载、打印、散发法轮功资料，悬挂条幅等讲真相的行为，是在实践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很多家属感慨的说：“原来我的家人根本就没有犯法呀！” 

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其形式采用较多的就是恶党的法律形式。迫害之初，就有很多学员思想陷于长期的党文化毒害当中，对于修炼大法是否“合法”及其它讲清真相的行为是否“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模糊不清，造成很多人因此不修或走向邪悟。实际上，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一直在学员中不同程度存在着。 

从修炼角度上讲，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借口考验大法弟子而安排的，是我们不能承认，并且要用正念彻底否定的。我们讲真相救度世人所做的一切是在走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是师父肯定的，这是宇宙中最堂堂正正的事。过程中即便我们有执著，也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更不能让常人来给大法弟子定罪。我们修炼大法、传播大法的行为是善良的正义之举，只是在行使我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合乎人间法律的，而为传播大法真相、救度世人所用的书、光盘、传单等物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存在对社会以及任何人的伤害，都是正当的，从法律上讲也是无罪的，他们是救人的法器，而非定罪的证据。 

大法弟子不可能人人都对法律非常精通，也可能不懂具体的法律条文。但是，如果根子是站在大法一边，一切为了维护宇宙大法，那么这些问题也都不成问题。因为宇宙大法从上到下贯穿下来，与人间法律是相通的，如果人间法律认为宇宙大法“违法”，那么肯定可以说明这部人间法律是十足的恶法！我们正念正行、符合“真善忍”大法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错的，更不是用来给我们定罪的所谓的“证据”，这也是我们在反迫害中要做到的“零口供、零签字”的原因所在。 

可惜的是，我们还有大法弟子，从人的基点看问题，加上怕心，在邪党恶法面前，对我们所做的证实宇宙大法的行为竟不知对错，有的认为自己有罪，有的认为自己有过，甚而抛开大法不顾，对人间法律抱有幻想。虽然做到了“零口供、零签字”，但是不能够堂堂正正的、理直气壮的反迫害，仍然被邪恶严刑逼供甚至劳教判刑。 

律师在看过飞宇的案卷后，说这个案子有太多的疑点，很多证据明显造假，说我们很有把握能赢的。同时，律师称赞飞宇是他见过的“最硬的硬汉”，因为飞宇全部否认了中共恶党对自己的指控，并极力辩白事情不是自己做的。 

我们知道这是飞宇理解的“彻底否定”和“不配合邪恶”。他长时期在监狱里遭受邪恶迫害，回来后急于补偿，学法太少。他不明白自己所为的伟大，也不明白这件事并不犯罪，也不违法，也不懂如何否定。这样的行为本身从另外一面等于间接承认事情本身有罪，从而消减了如此神圣之事的伟大意义。 

我们知道飞宇没有说真话，但是也看到邪党办案人制造了大量的给飞宇定罪的所谓“证据”，手段极为卑劣无耻，所以我们没有将飞宇的错误加以改正，归正我们证实法的这条路，反而按照律师的思路走下去，用全部精力搜集了很多警方造假的证据，以此来证明飞宇是无罪的，辩护词通篇都是这些内容，使得这个案件变的和一般刑事案件没有任何区别。当时有学员提出这种方式不够正，但是我们感觉律师有律师的角度，他们已经信心十足、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们好象无力扭转，而且按照常人的法律，即便知道事情是这个人做的，如果没有证据，或者控方提交证据系属伪造的话，它们也不得不宣告无罪，无条件放人。 

我们也沉醉于“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我们不可能不赢”的盲目乐观心态里，与其说是对邪恶估计不足，不如说用人心对待结果，对邪党法律抱有幻想。结果，你越承认它，它越会借此来迫害你，案件的判决结果使我们猛然惊醒，但为时已晚。 

第三、对常人法律形式及律师的依赖心。 

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一点你们必须得清楚，不是你们为维权而存在，是维权这种形式的出现在协助大法弟子证实法，（鼓掌）这个主次你们一定要分清！”我觉的大家说起来都明白这一层法理，知道表面上是律师在替我们维权，但是真正能起到震慑邪恶、解体邪恶、讲清真相、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作用的还是大法的力量。 

但是，由于正念不足，带有很多人心和怕心，在请律师打官司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分清这个主次，对律师和对这种营救方式存在比较强的、很多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依赖心。我们在很多方面遭受的迫害和损失，都是因这个依赖心而起。 

例如，高额律师费问题。我们聘请的律师是外地同修介绍的，曾经代理过不少法轮功学员的案子。据说已经是对法轮功学员特别的优惠了，但是两位律师的费用是普通案子的四倍。当时我们很感惊讶，律师“义无反顾”、“义不容辞”，能够免费代理当然好，但是律师是职业，收费也属正常，但收费如此之高，其“正义”之处从何体现？如果维权律师是因“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规律，发大法弟子遭难的财，那么则完全抵消了如此神圣之举的伟大意义，谈不上“正义”二字。对于高额律师费，有的同修之所以觉的“收费还比较合理”，是出于“在这样的形势下，能有律师出面就不错了”的心理，没有更深入的给律师讲真相，启迪其正念和善念，而是承认了这种经济迫害，浪费了很多大法资源。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我们诸多不正之处也体现了常人式的对律师的依赖。例如，每次见面必到茶馆咖啡厅，理所当然大法弟子买单；遇到吃饭时间，必是大法弟子作东，吃一顿价格不菲的“便餐”；除了讲大法真相，我们还要挤出很多时间去做律师的助手，如誊写录音、制作证据等等和事务性的工作；有的大法弟子在与律师交流时态度过于低调谦卑，对律师的不正之处也不能适时指出……。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已经暴露出我们有求于律师的依赖之心。律师毕竟是常人，虽然有一定的正义感，但是毕竟不是大法弟子，对于律师的不正之处，我们大法弟子要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不正之处，同时本着慈悲的胸怀将其归正，而不是一味迁就。 

我们要唱好主角，我们烘托的不是律师，而是大法。爱护律师正直善良的一面，让这些生命因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而得到救度、升华，不要因为我们的不正使常人人性之劣根性被旧势力所利用，这样既迫害大法，也会毁了这些为正法而来的宝贵的生命。近期，正义律师被邪恶迫害严重，大法弟子对他们的依赖心和种种不正之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也存在着对常人法律形式营救同修的依赖问题。如：一些同修把这种形式绝对化，把它作为营救同修的唯一的一种方式，认为营救同修只有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打官司才能把各种真相讲到位，从而开始排斥营救同修的其它方式。后来，我们只要听说哪个同修被迫害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到家属劝他们请律师，对于本该同时進行的其它营救方式不太在意，对于同修在魔窟里正念正行、结束迫害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那是“个人修炼”、基点不正。 

有一位参与营救飞宇的同修，在自己遭遇邪恶疯狂砸门、叫嚣要把门锁撬开欲行迫害时，打电话给同修，除了请求帮助发正念，还让同修帮忙找律师。恶警尚在门外，就开始筹划后边营救之事，等于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和继续迫害，同时，还是把正义律师打官司当作免于迫害的手段了，已是严重的依赖心理。 

利用常人的法律形式营救同修证实大法，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事，怎样按照师尊的要求走正我们的路，怎样以我们的正念正行结束迫害、救度众生值得每一位大法弟子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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